
丛枝菌根应用于石油污染土壤修复的研究进展①
吴伊波1,*，朱柯阳1，王星棋1，刘姚1，鲍鹏2
（1 宁波大学土木工程与地理环境学院，浙江宁波，315211；2 中国科学院宁波城市环境观测研究站，浙江宁波 315800）
摘  要：随着石油需求量的日益增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土壤污染问题亟需解决，植物-丛枝菌根真菌联合修复石油污染土壤被认为是潜在有效的绿色技术。丛枝菌根真菌与宿主植物形成互惠共生关系，能够改善植物根际微环境，增强植物抗逆境胁迫能力，活化土壤微生物，对石油污染物的去除和降解具有积极作用。诸多研究已证明丛枝菌根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可行性，并作了各方面有益探索。本文在概述石油污染环境危害及治理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丛枝菌根修复技术及其应用，总结了包括石油浓度、宿主植物、接种方式以及环境条件对丛枝菌根修复效率的影响，解析了丛枝菌根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旨在促进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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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in Remediating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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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il consumption, the problem of soil pollution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Combining plant and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to remediate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is considered a potentially effective green technology.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form symbionts with host plants, which can improve plant rhizosphere microenvironment, enhance plant resistance to stress, activate soil microorganism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moving and degrading petroleum contaminants. 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e feasibility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to repair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and have mad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treatment status of oil pollu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oil-polluted concentration, host plants, inoculation method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remediating efficiency, analyzed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dissipated mechanism of this symbiont, and proposed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assistant phytoremedi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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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石油已成为人类需求量最大的能源之一，被视为国民经济的生命线，这也使石油污染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1]。据统计，目前中国石油年产量已超2.0×1011 kg，其中有近6×108 kg无法回收而直接进入环境，污染海洋、土壤和水体，每年新增石油污染土壤近1.0×1011 kg[2]。研究显示，进入到土壤的石油污染物只有少量可以被降解，大部分长期残留在土壤中，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负面影响，通过食物链危及生态系统安全，甚至危害人类健康[3-4]。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植物-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共生体具有降解复杂有机污染物的能力[5]，将丛枝菌根（Arbuscular Mycorrhizal，AM）技术应用于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具有经济、安全、绿色环保等诸多优点，本文从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技术，AM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影响因素，AM对石油污染物的直接和间接去除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推动该技术的广泛应用。
1 土壤石油污染修复技术概况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三大修复技术[6]。物理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土壤置换、气相抽提、超声清洗和热处理（蒸汽法、热脱附、焚烧法）等，这些方法的去除率可达65%~90%，其中热处理技术效果最好[6-7]。化学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化学氧化、淋洗萃取和光催化降解等，这类方法的去除率为60%~90%，其中萃取法去除效果最好[8-9]。总体而言，物理和化学修复技术修复快速，但存在成本高，易造成二次污染，甚至影响土壤成分与功能等缺陷，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受到限制[7]。生物修复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和微生物，其优势包括处理成本相对较低且易操作，处理效果良好，对环境影响较小等方面，修复效率一般也能达到50%~80%，已逐渐成为土壤修复领域中较为经济和环保的一类修复技术[10-11]。但生物修复技术普遍存在修复时间过长，高浓度污染土壤可能使修复生物出现中毒现象，阻碍了该技术的广泛应用[12-13]。AM修复技术是利用AMF和植物的共生体来促进植物对土壤污染物的去除，其中AMF通过减轻污染物质对植物的毒害，提高植物对不利环境的抵抗力，促进植物生长，从而提高污染物的修复效率[14]。另一方面，AMF也能直接或间接去除污染物，提高修复效率[15]。可见AM修复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微生物修复和植物修复的缺点，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新型土壤修复技术之一。然而，现如今AM修复技术在石油污染土壤中的应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16]。
2 丛枝菌根修复技术  
2.1 丛枝菌根及其功能
AMF是自然界中最古老，最具有生态重要性的真菌之一，几乎存在于陆地上所有的生境中，并与80%以上的维管植物形成共生体[17]。AMF侵入植物根部后，在植物根内、根外和根表面逐渐形成密集的菌丝网络，使植物根系和菌丝体相连，增加了植物养分和水分的吸收通道，从而增强干旱条件下植物的抗旱性，尤其提高植物在磷素限制的土壤条件下体内的磷含量。AMF能够分泌一些酸性物质，活化土壤养分，促进植物对锌、铜、钾、镁、硫、锰等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保障植物的生长发育[18]。AMF还可以通过增加自身泡囊结构，提高植物的耐涝性。AMF密集的菌丝结构使其在必要时增加植物对水分的吸收，以此来缓解高盐和高温对植物的迫害[19]。AMF的菌丝和孢子在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蛋白——球囊霉素，其分子结构中有寡糖链和蛋白质连接，且含有金属元素，它的粘附力可以复合土壤颗粒，有助于土壤团聚结构的稳定性，提高土壤的透气性和持水能力[20]。因此，AM所具有的促进植物吸收水分、养分，改良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提高植物抵抗逆境胁迫的能力，使学者们开始尝试将AM作为污染土壤的修复主体，开拓了植物修复技术的前景。
目前，AMF-植物生物修复技术已在矿山复垦、重金属污染治理、荒漠植被恢复等领域取得较多成功案例[21]，在有毒有机污染物污染土壤的治理中，主要应用于农药和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PAHs）污染的去除[22-23]。研究者在受石油污染的土壤中筛选出AMF孢子，甚至在较高石油污染浓度下依然能形成AMF侵染（表1），这些研究的发现为AM生物修复石油污染土壤奠定了基础，但关于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报道相对较少。以国内研究为例，这些研究报道中石油污染土壤来源不同，石油产地不同，其组分和成分比例也会有很大差别，如有些学者研究AM修复石油污染的土壤直接采自油田、油井地区[24-26]，有的学者则采用附近绿化地等土壤作为供试土壤，他们的石油从外采购，在实验室模拟配制石油污染土壤][27-29]。不同的原油性质，不同的污染浓度，都会影响修复效率[30]。Leyval和Binet（1998）[31]的研究表明，当土壤中的PAHs浓度达到5 g/kg时，只有AMF侵染的植物能够存活。黄玲玲等（2012）[24]发现在陕西石油污染区生长的13种人工种植树种均形成AM，研究还发现，土壤石油烃浓度与森林根际土壤中球囊霉素含量正相关，与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轻酶活性显著正相关。此外，释放到土壤中的球囊霉素可使有机污染物从土壤颗粒中脱附出来，增强了有机物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32]。另有研究表明，球囊霉素的添加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加了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功能细菌和基因的丰度，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有机物污染土壤的修复[33]。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了AMF-植物联合修复石油污染土壤具有可行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将AM应用于石油污染的土壤修复，但AM对石油污染物的去除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时不能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需要更多学者们进行积极的探索。
表1 野外石油污染土壤中AMF资源
Table 1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isolated from field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采样地点
	污染物及浓度（mg/kg）
	AMF菌种
	宿主植物
	文献

	辽河油田

中国
	石油烃
584~6932
	摩西球囊霉Glomus mosseae
地球囊霉G．geospora
缩球囊霉G．constrictum
	垂柳Salix babylonica
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辽宁碱蓬Suaeda liaotungensis
野草香Elsholtzia cyprianii
	[34]


	孤东油田

东营
山东
中国

	石油烃
5000~20000
	摩西球囊霉G. mossea
双型球囊霉G. ambisporum
幼套球囊霉G. etunicatum
地球囊霉G. geosporum
根内球囊霉G. intraradices
疣状无梗囊霉Acaulospora tuberculata

皱壁无梗囊霉A. rugosa
细凹无梗囊霉A. scrobiculata
	碱蓬Suaeda glauca
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柽柳Tamarix chinensis
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苜蓿Medicago sativa
	[35]


	磨溪油田
遂宁
四川
中国

	石油烃
11450~14950
	球囊霉属Glomus

缩球囊霉G. constritum

摩西球囊霉G. mosseae
无梗囊霉属Acaulospora
原囊霉属Archeospora
	一年蓬Erigeron annuus

艾Artemisia argyi
	[36]


	原油污染土壤

恩赛纳达港

阿根廷
	菲
857.46

蒽
517
脂肪烃

（占18.5%）

	球囊霉属菌种Glomus sp.

巨孢囊霉属菌种Gigaspora sp.
	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37]


	原油污染土壤

罗西茨

德国


	PAHs
700
	摩西球囊霉G. mosseae

	一枝黄花属植物Solidago sp.

鸭茅Dactylis glomerata
	

	废弃石油化工厂
蒙特利尔
加拿大


	石油烃
709~3590
	原囊霉科Archaeosporaceae

近明球囊霉科Claroideoglomeraceae

多样孢囊霉科Diversisporaceae

巨孢囊霉科Gigasporaceae

球囊霉科Glomeraceae

类球囊霉科Paraglomeraceae

根孢球囊霉科Rhizophagus
	紫红柳Salix purpurea
	[38]


	
	石油烃
91000

	异形根孢囊霉Rhizophagus irregularis
聚生根孢囊霉R. fasciculatus
根内根孢囊霉R. intraradices
地斗管囊霉Funneliformis geosporum
象牙白多样孢囊霉Diversispora eburnea
格式双型囊霉Ambispora gerdemannii
近明球囊霉属菌种Claroideoglomus sp.
	荸荠Eleocharis elliptica

颤杨Populus tremuloides
	[39]

	原油污染池塘

亚马逊地区
厄瓜多尔


	/
	根孢球囊霉属菌种Rhizophagus sp.
球囊霉属菌种Glomus sp.
无梗霉属菌种Acaulospora sp.
原囊霉属菌种Archaeospora sp.
	哥伦比亚埃塔棕
Euterpe precatoria
巴拿马草Carludovica palmata
洋宝塔姜Costus scaber
	[40]


	废弃油井附近
波兰
	石油烃
5844~71600
	根内根孢囊霉R. intraradices

多样孢囊霉属菌种Diversispora sp.

近明球囊霉属菌种Claroideoglomus sp.

无梗霉属菌种Acaulospora sp.

原囊霉属菌种Archaeospora sp.

球囊霉属菌种Glomus sp.
	鸭茅Dactylis glomerata
匍枝毛茛Ranunculus repens
薄荷属植物Mentha sp.

黄花茅Anthoxanthum odoratum
林当归Angelica sylvestris
早熟禾属植物Poa sp.
薹草属植物Carex hirta
欧地笋Lycopus europaeus
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
纤枝稷Panicum capillare

酸模叶蓼Persicaria lapathifolia
	[41]


	石化厂副产品堆积地

魁北克

加拿大
	石油烃
3055
	近明球囊霉属菌种Claroideoglomus sp.
	
	[42]


	
	石油烃
153~2200
	多样孢囊霉属菌种Diversispora sp.
球囊霉属菌种Glomus sp.
无梗霉属菌种Acaulospora sp.
近明球囊霉属菌种Claroideoglomus sp.
类球囊霉菌种Paraglomus sp.

根孢球囊霉属菌种Rhizophagus sp.
内养囊霉属Entrophospora sp.
斗管囊霉属菌种Funneliformis sp. 
	加拿大一枝黄花
Solidago canadensis 
香脂杨Populus balsamifera 

欧地笋Lycopus europaeus 
	[43]



注：加粗表示优势菌种或菌属
2.2 丛枝菌根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影响因素
2.2.1 石油污染浓度对丛枝菌根修复效率的影响    丛枝菌根真菌在石油污染胁迫下仍能侵染植物，是AM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前提和基础。雒晓芳等（2015）[25]在植物-微生物的组合研究中设置三个污染水平，当石油烃浓度为1%和3%时，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和冬小麦（Triticum aestivvm）可以正常生长，且在石油烃含量为3％时修复效率达到最大值。然而，当石油烃含量为10%时，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植物生长缓慢，土壤脱氢酶活性降低，石油烃去除率也降低。王丽萍等（2009）[44]研究发现2%污染浓度下接种AMF对石油烃的降解率高于污染浓度为0.2%的土壤。周利承等（2020）[29]研究也发现相比于0.15%污染浓度的土壤修复效果，紫花苜蓿接种摩西球囊霉（Glomus mosseae）对1.5%的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率更高。虽然不同AMF存在不同的最适石油胁迫浓度[34]，通常情况下土壤中石油污染物在较低污染浓度下对AMF可能产生刺激作用，使其产孢量增加，AM修复效果随石油烃浓度增加而增加，但污染浓度过高将显著抑制AMF或植物生长。宗炯等（2014）[27]发现污染浓度越高对AMF侵染植物的抑制程度越大，高污染强度还会抑制AMF菌丝的延伸和孢子的形成，而低污染处理则促进了AMF菌丝和孢子的产生。山宝琴等（2016）[13]也发现石油污染浓度低于4%时，AMF孢子密度、侵染率随原油浓度的增加而增加。石油污染浓度高于5%，容易引起水分不易渗入土壤，造成植物缺水而不能发芽或者出苗后黄化死亡。Alejandro-Córdova等（2017）[45]研究表明土壤中原油浓度在6%以下，促进AMF菌丝生长，增加其孢子数量，但高于该浓度则严重抑制AMF的生长。此外，Małachowska-Jutsz和Kalka（2010）[46]报道接种AMF处理对土壤石油组分中多环芳烃的去除率高于脂肪烃。Lu等（2015）[47]对多环芳烃去除研究中发现，AMF对5环多环芳烃的降解效率高于2~4环多环芳烃。
综上，AM技术对石油污染浓度处于相对低水平范围内的土壤能够达到最理想修复效果，且该技术的优势可能在于它对毒性更强的多环芳烃类污染物质的降解效率更高。但目前较少研究对修复后土壤中不同石油组分的去除率进行测定，该技术是否对石油污染物中高毒组分具有更好的去除效果，有待开展更多的相应研究。
2.2.2 菌种和宿主植物对丛枝菌根修复效率的影响    丛枝菌根真菌与宿主植物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建立程度将直接影响污染土壤的修复效率。在以往研究中，AMF侵染率，植物自身的生物量和植株的高度等参数通常被用以衡量AMF和宿主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否良好。在无污染情况下不同宿主植物与AMF菌种之间共生关系的建立程度存在差异。如马俊卿等（2022）[48]研究实验以玉米（Zea mays）、高粱（Sorghum bicolor）、三叶草（Trifolium pratense）、黑麦草（Lolium perenne）作为宿主，以聚丛根孢囊霉（Rhizophagus aggregatus）和幼套近明球囊霉（Claroideoglomus etunicatum）进行侵染，发现不同宿主对同一AMF菌种的扩繁效应不同，它们侵染率由高到低为玉米、高粱、三叶草、黑麦草；同一宿主对不同AMF的扩繁效应也不同，玉米和黑麦草对聚丛根孢囊霉的扩繁效应高于幼套近明球囊霉，三叶草和高粱对幼套近明球囊霉的扩繁效应高于聚丛根孢囊霉。宿主植物根系发达程度，宿主植物与AMF之间碳的分配和养分的传递，都会影响AMF扩繁效应。不同AMF对同一寄主植物侵染率在不同浓度石油污染土壤中也存在差异。如耿春女等（2002）[34]在比较三种AMF菌种对三叶草（Trifolium subterrasm）耐油性研究中发现，在0.5%石油污染浓度下，摩西球囊霉（Glomus mosseae）的侵染率最高，显著增加了三叶草的根长和生物量；石油浓度为1%时，三叶草对缩球囊霉（G. constrictum）的依赖性最大。王丽萍等（2009）[44]玉米为宿主植物，0.2%石油浓度下摩西球囊霉的侵染率高于地表球囊霉菌（G. versifome），且受摩西球囊霉侵染的玉米植株干重、根干重更大，而2%石油浓度下地表球囊霉菌成为最适菌种，促进玉米生长。宿主植物与AMF之间存在最佳组合，使石油去除率达到最高。如山宝琴等（2016）[13]研究发现接种同一AMF菌剂后，艾蒿（Artemisia argyi）植株干重增加最多，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次之，虽然都对石油烃污染显现出较强的抵抗力，在石油烃降解率比较中，柠条却为最高，艾蒿的降解率不显著。Li等（2023）[49]发现接种到嵩柳（Salix viminalis）的摩西斗管囊霉（Funneliformis mosseae）、幼套近明球囊霉（C. etunicatum）和 根内根孢囊霉（Rhizophagus intraradices）对苯并芘的去除效率不同，且发现不同菌种根际有机酸含量，及酶活性不同。此外，研究表明宿主植物，尤其是根系间形成的空间，对AMF菌丝形态产生重要影响[50]。AM侵染宿主植物后菌丝主要形成Arum型和Paris型两种形态，前者主要形成皮层细胞间菌丝和细胞内丛枝，后者主要形成细胞内菌丝和丛枝，研究表明不同宿主植物接种同一AMF后形成的菌丝形态不同，不同AMF侵染同一宿主植物也会形成不同形态的菌丝，而菌丝形态的不同可能影响其功能[51-52]。
综上，根据土壤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宿主植物，建立良好的互惠互利共生关系是发挥AM功能强弱的关键。但单纯选择AMF侵染率，或宿主植物生长指标筛选宿主植物或AMF菌种，可能并非达到最高去除效率。在修复应用中应当针对被修复土壤的污染浓度选取适应性较强的AMF，且能够促进宿主植物生长的前提下，还要关注菌丝形态、根际促生菌及相关酶活性的变化，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宿主植物与AMF共生依赖关系随土壤条件恶化而增强的作用，最终实现石油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
2.2.3 接种方法对丛枝菌根修复效率的影响    由于原油成分的复杂性和难降解性，单一菌种可能无法完全降解石油烃污染物，并且修复效果难以持久。一些已报道实验发现菌根真菌和其他菌剂混合接种对石油烃的降解作用大于单一接种处理[53]，研究表明某些细菌不仅能够直接降解土壤中的污染物，而且有助于AMF在污染土壤中的存活和扩展，从而提高污染物的降解效率[54]。如王丽丽等（2016）[26]混合接种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和地斗管囊霉（F. geosporum）发现对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优于单一菌剂接种。耿春女等（2003）[55]发现AMF和细菌混合接种对柴油的降解显示出明显的协同效应。Xun等（2015）[56]在中等污染土壤研究中，植物根际促生菌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sp.）和根内根孢囊霉（R. intraradices）处理的植物的总石油烃降解率最高。王楚栋等（2018）[57]选用玉米接种摩西斗管囊霉（F. mosseae），并添加动物源生物质炭来研究其对多氯联苯的修复效应，结果显示添加该生物质炭能够显著提高AMF侵染率。Abbaspour等（2020）[58]比较发现接种AMF且添加生物炭有效促进了石油的降解率。混接AMF和其他菌种或添加其他物质主要通过改善土壤营养状况，改变植物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土壤酶活性提高石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率，但对AMF定殖生长影响却不相同。混接枯草芽孢杆菌并未提高AMF侵染率，但增加了宿主植物的生物量，枯草芽孢杆菌的存在可能使植株内丙二醛含量降低，从而提高对石油胁迫的抵御能力[26]。但混接根瘤菌不仅能提高AMF的侵染率，且显著增加宿主植物的生物量，这种协同效应在盐碱土中更为显著[59]。可见根际促生菌可能通过提高植株抗氧化能力或根系细胞渗透调节力，提高对逆境的抵御能力[60]。添加生物质炭提高了AMF侵染率，表明生物质炭的多孔结构改善了土壤通气性，有利于菌根生长，且生物质炭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对有机污染物产生吸附作用。
此外，一些研究接种两种或两种以上AMF于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效果却并不一致。如王丽萍等（2009）[44]将摩西球囊霉（G. mosseae）和地表球囊霉菌（G. versifome）接种到玉米根系上，发现与单接种处理相比，双重接种显著提高了石油烃的降解效率。Gao等（2010）[61]的研究中也发现接种2种AMF对菲和芘的降解更有效。而Malicka等（2021）[62]却发现单一菌种接种促进了植物生长，而混合菌种（F. caledonium, Diversispora varaderana和C. walkeri）接种对植物生长无影响，甚至阻碍植物生长。尽管许多AMF菌种生存于受石油污染土壤中，如无梗囊霉属（Acaulospora sp.）、原囊霉属（Archaeospora sp.）、近明球囊霉属（Claroideoglomus sp.）、多样孢囊霉属（Diversispora sp.）、根内根孢囊霉（R. intraradices）等（表1），但不同AMF菌种对污染环境的抵御能力存在差异。如球囊霉目（Glomerales）将自身生物量分配给根内菌丝，以此避免与环境污染物之间接触来降低胁迫，而多饱囊霉目（Diversisporales）菌种更多地产生根外菌丝[63]，因此它在受污染土壤中的耐受力较弱。如与此类低耐受性的AMF菌种混合接种后，不仅无法提高植物耐性，却会消耗部分本该用于耐受较高的AMF菌种生长的碳与养分，减少耐受较高AMF菌种的生长，因此在这种组合混合接种下，反而未能促进植物生长，也不利于石油污染物的高效去除。
综上，单一或混合AMF菌种接种，或添加其他菌种或物质组合可能极大地影响AM技术对石油烃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表2），在修复效率和经济成本的权衡下，选择石油胁迫下耐受性较高的AMF菌种，再适当添加协同修复物质将有助于提高石油污染土壤修复效率。
2.2.4 环境因素对丛枝菌根修复效率的影响    各种环境条件变化将会影响AMF的侵染、扩繁、生理代谢活动，以及与宿主植物的共生关系等，从而影响其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应，其中以土壤养分、pH、水分、温度等影响最大[67]。土壤养分对AM的发育与功能有直接影响，营养元素和有机质等含量过高或过低时，都会显著减少AM对宿主植物的侵染率，使AM修复效率都受到影响[68]。pH对植物和AMF的生长都存在较大影响。邓杰等（2019）[69]发现植物生长指标随pH值降低而显著降低，接种AMF后缓解了酸胁迫对紫花苜蓿生长的影响。但pH过低会对AMF本身产生影响，如冯曾威等（2017）[70]在实验中设置了4个pH值，分别为3.7，4.5，5.5和6.5，发现当pH值低于5.5时，AMF丰度开始降低，植物丰度也开始降低，表明低pH值显著抑制AMF与植物的共生作用。酸胁迫下，AMF可能通过诱导植物氧化应激反应来缓解酸对植物的伤害，但植物也减少了向AMF运输脂类物质，从而不利于AM形成[71]。土壤碱化通常伴随着盐分过高，会破坏土壤物理结构，通风条件恶化，土壤养分的释放受到抑制，AMF可通过改变植物营养元素吸收，离子平衡，激素等来提高宿主植物对盐碱环境的适应性，但pH过高也会抑制AMF孢子的萌发，菌丝的生长及其在土壤中的延伸，减少AMF与植物根部接触的机会[72]。目前直接研究土壤酸碱性对AM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效果影响的文献报道较少，从以往修复试验用土来看，pH在7左右的修复效率较高，pH低于5或高于9，将会降低修复效率。土壤湿度也是AMF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当土壤含水量过低，微生物不能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细胞活性受到抑制；但过多的水分会充满土壤有效毛细孔隙而阻碍氧气的供应[73]。研究表明当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50%~60%时，AMF侵染率最高，含水量高于这个范围时侵染率将减少一半[74]。此外，AMF孢子的萌发和菌根的形成受到温度的影响，研究发现，AMF孢子密度和植物根际菌根侵染率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AMF侵染率和孢子密度秋季高于春季，冬季低于夏季，春夏交替时侵染率最高[75]。温度升高且降水减少会减弱植物与 AMF 的共生关系[76]。
综上，在实际修复应用中，应考虑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AM-植物修复技术在一定的养分条件下，合适的土壤pH范围及水分含量等，在AMF最适生长的季节才能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下，在一些极端环境和土壤条件下，AMF-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潜力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表2 近年来将丛枝菌根技术应用于石油污染土壤修复的研究案例

Table 2 Case study of mycorrhizal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e remediation of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in recent years
	AMF菌种
	修复植物
	石油污染浓度及修复效果
	文献

	地球囊霉

Glomus geosporum
	柠条

Caragana korshinskii
	5000~40000 mg/kg，促进植物生长，石油烃降解率随石油污染浓度增加而降低。
	[13]

	地球囊霉

G. geosporum
	红三叶

Trifolium pratense
	75240 mg/kg，促进植物生长，提高植物逆境抵御能力，增加土壤酶活性，显著提高石油烃降解率。
	[26]

	地球囊霉

G. geosporum
缩球囊霉

G. constritum
	冰草

Agropyron cristatum
	5000~20000 mg/kg，促进植物生长，在石油污染浓度为10000 mg/kg时去除效率最高。
	[28]

	摩西球囊霉

G. mosseae
	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1500和15000 mg/kg，在较高浓度石油污染下修复效果更好。
	[29]

	地表球囊霉

G. versifome
	玉米

Zea mays
	2000和20000 mg/kg，促进宿主植物生长和根系发育，适合作为处理高浓度石油污染土壤的接种菌。
	[44]

	
	
	
	

	根内球囊霉

G. intraradices
	燕麦

Avena sativa
	5000和10000 mg/kg，提高了植物耐受性，增加了土壤酶活性，在石油污染的盐碱土壤中修复效果较好。
	[56]

	幼套球囊霉
G. etunicatum

根内球囊霉

G. intraradices
摩西球囊霉

G. mosseae

	欧锦葵
Malva sylvestris
	16790 mg/kg，促进植物生长，对石油中C21~C25组分有较高去除率。
	[58]

	异形根孢囊霉Rhizophagus irregularis
	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15000 mg/kg，诱导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数量增加，根际过氧化酶活性增加，提高了石油烃去除率。
	[64]

	近明球囊霉

G. clarideum
地球囊霉

G. geosporum
	油蒿

Artemisia ordosica
	5000~20000 mg/kg，提高植物耐油污能力，在石油污染浓度为10000 mg/kg时去除效率最高。
	[65]

	根内球囊霉

G. intraradices
	黑麦草

Lolium multiflorum
	6000 mg/kg，促进植物生长，提高了石油烃去除率。
	[66]


注：均为盆栽实验
3 丛枝菌根对石油污染物的去除机制
石油主要包括各种碳氢化合物（正构烷烃、异构烷烃、烯烃、环烷烃、芳香烃）、含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沥青质、树脂等。但因原油来源不同，其中链烷烃大约占15~60%，环烷烃占30~60%，芳香烃占3~30%[77]。研究发现AMF可能通过自身代谢、固定稳定化作用直接去除石油污染物，还可以通过调节根际分泌物等作用增强根际微生物效应而间接去除石油污染物[5, 30]。
3.1 丛枝菌根的直接去除作用
菌根真菌可能以石油污染物为碳源，通过自身的生命代谢方式将一些石油污染物分解为简单的有机物、碳水化合物、水和盐，从而降低石油污染物的毒性[78]。由于外生菌根（Ectomycorrhizal mycorrhiza，ECM）可实现纯培养生长，为其降解有机污染物提供研究条件，这些对有机污染物（包括农药、PAHs和石油等）的直接降解作用的发现主要来自外生菌根真菌的相关研究[79-80]。AMF是一种不能纯培养的专性活微生物，主要通过菌根侵染率、孢子数量等指标表征其与石油污染物去除的关系。Binet等（2000）[81]发现土壤中PAHs经AM修复后，仅有0.11‰吸附于植物根系，0.16‰和0.001‰积累于植物根系和茎秆组织，而高达66%通过微生物分解等途径消散，且接种AMF后使植物去除途径的占比更少。Volante等（2005）[82]发现接种摩西球囊霉（G. mosseae），球状巨孢囊霉（Gigaspora Margarita）和玫瑰红巨孢囊霉（Gi. Rosea）后，对经灭菌，人工添加污染物的土壤中芳香烃类污染物浓度显著减少，认为该芳香烃类污染物的去处与AMF接种有直接关系。这些研究表明接种AMF能够显著提高石油污染物的去除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AMF对烃类污染物的直接降解作用，但为AMF技术修复石油污染土壤和优化降解条件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生物毒性与其存在形态有关，结合态比提取态的环境风险低，但这两种形态处于动态平衡，环境条件的改变会引起两者间的转化[83]。研究表明AM的形成能改变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形态，从而影响其生物安全性。如Gao等（2017）[32]首次发现AMF产生的球囊霉素能够使PAHs从土壤颗粒解吸出来进入土壤溶液中，从而提高了PAHs的微生物可获得性，促进了PAHs的降解。另一方面，如果有机污染物能被封锁在土壤中，则生物毒害的可能性也会降低。研究发现AM的某些生物结构能够积累有机污染物，从而减少它们向植物的迁移。如Gaspar等（2002）[84]在地斗管囊霉（F. geosporum）孢子中检测到PAHs，直接证明了孢子具有吸收和积累PAHs作用。Gao 等（2010）[61]的研究也说明了AMF菌丝能够吸收土壤中的PAHs。Aranda等（2013）[85]也发现护卫根孢囊霉（R. custos）孢子和菌丝能够积累PAHs，并阻止PAHs进入植物根系。石油污染物大多是由烃类物质组成，烃类具有疏水的性质，其疏水的性质影响了植物对水分和其他无机营养的吸收，AMF能够吸收烃类物质，对植物的生长和最终的修复效率都有一定的提升。此外，AM具有的泡囊和根外附着胞等结构中酯性物质含量较高，可以增加它们对有机污染物的固定和吸附，改变其在植物体内的分布和迁移，从而降低根系中毒的风险[84]。 
3.2 丛枝菌根的间接去除作用
根际是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上不同于周围土体的植物根系表面的一个微域环境，AM的菌丝能够进入植物根所不能进入的土壤孔隙里面，改良土壤结构，AMF及其外延菌丝与土壤颗粒的紧密接触，根际环境大大增加，菌根际的空间、养分和生态条件有效改善了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改变了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使具有降解活性的微生物可以快速增殖，从而促进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61, 86]。因此，根际污染物的降解修复越来越受到关注[27]。
AMF可能改变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影响有机污染物的去除。如Ingrid等（2016）[64]研究发现接种异形根孢囊霉（R. irregularis）使根际革兰氏阳性细菌和阴性菌分别增加56%和37%，提高了污染土壤中PAHs和烷烃的去除率。另一些研究发现，接种AMF使真菌比例增加。如王曙光等（2002）[87]报道接种光壁无梗囊霉（A. laevis）和苏格兰斗管囊霉（F. caledonium）后菌丝际土壤中邻苯二甲酸二酯的去除率最高，而菌丝际微生物数量比对照组有所减少，但其中真菌的比例增加。李秋玲等（2008）[88]报道接种AMF 后提高了土壤中菲与芘的降解，同时发现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都明显提高，其中真菌数量与PAHs去除率间正相关关系尤为显著。肖敏等（2009）[89]在PAHs污染土壤的三隔室试验研究中也发现菌根际和菌丝际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数量显著高于未接种处理，其中真菌数量增加最多。由此可见，根际真菌比例增加可能是接种AMF提高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去除率的原因之一。如Gramss等（1999）[90]发现真菌对五至七环PAHs的去除率比细菌更强。接种AMF后其他真菌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贡献还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
AM侵染的植物根际微生物数量变化趋势不一致。接种AMF后可能抑制或增加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但菌丝际土壤中微生物数量通常是增加的。菌根际的微生物变化可能主要受植物根系分泌物的影响，如Rentz等（2004）[86]等发现有机酸，葡萄糖和谷氨酸等根际分泌物抑制了可降解菲的假单胞菌的活性。接种AMF后根系分泌物可能发生改变，如Li等（2023）[49]接种AMF使根际亚麻油酸、5-甲氧基水杨酸等有机酸浓度显著增加，且一些研究表明这些脂肪酸能够激发PAHs降解菌，或为其提供了共代谢底物[91]，因此提高PAHs的去除率。AMF菌丝不断扩展，一些研究表明菌丝际为细菌，特别是根际促生菌提供了良好的生态位。秦华等（2015）[92]以美国南瓜（Cucubita pepo）为供试植物，用摩西斗管囊霉（F. mosseae）侵染发现菌丝际微生物量显著高于未接种对照组，且菌丝量与多氯联苯总量呈显著负相关，排除根际效应后发现菌丝也能够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群落，提高对多氯联苯的降解效率。菌根际与菌丝际间根系分泌物的种类与浓度、菌丝提供的空间等条件不同，都会使菌根际和菌丝际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效果产生差异。
土壤酶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在土壤中积累的酶活性，并且酶活性从土壤生物（微生物、动物活体、植物根）释放到土壤中。土壤酶可分为五大类：水解酶、氧化酶，还原酶、转移酶、裂解酶[93]。根据微生物对石油烃好氧降解机理的研究报道，石油烃类有机污染物进入微生物细胞膜，首先通过氧化还原酶类和水解酶类的作用被降解。其中烷烃和环烷烃通过催化氧化酶的末端、次末端或双末端加氧氧化而转化为脂肪酸；芳香烃首先被单加氧酶、芳烃双加氧酶或苯酚羟化酶等催化作用下转化为邻苯二酚中间产物，再通过邻苯二酚双加氧酶邻位或间位氧化开环裂解[94]。可见在此过程中，加氧酶和脱氢酶起着重要作用。Lu等（2015）[47]研究发现接种苏格兰斗管囊霉（F. caledonium）增加了土壤中多酚氧化酶活性，且土壤中nidA基因拷贝数增加，表明PAHs降解相关的分枝杆菌也在快速增长。刘世亮等（2004）[95]发现以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为宿主植物接种苏格兰斗管囊霉后，土壤中多酚氧化酶活性增加显著，苯并芘的降解增强。肖敏等（2009）[89]发现在菲、芘污染的土壤中，由于摩西球囊霉（G. mosseae）和幼套近明球囊霉（C. etunicatum）的接种，土壤中多酚氧化酶、酸性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增强。黄玲玲等（2012）[24]发现过氧化氢酶活性随土壤中石油烃污染浓度的增加显著增加。张瑞芹等（2011）[96]发现AMF可促进根系的抗氧化酶活性。因此，AMF可能通过促进相关酶的分泌而直接降解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包括一些不能被细菌单独降解的有机污染物。

综上所述，AM孢子和菌丝能够积累石油污染物，同时还能够分泌出球囊霉素等物质影响石油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生物活性，对土壤中石油污染物产生直接去除作用。AMF通过调节根系分泌物，增强石油污染物降解相关酶活性，改变根际和菌丝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等方面，间接影响土壤中石油污染的去除（图1）。这些都对植物和土壤健康状况的提升，根际微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增强了该技术在石油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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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丛枝菌根在石油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作用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e in the remediation of petroleum-contaminated soil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AMF生理和生态功能研究的深入，AM技术在污染土壤的修复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其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AM与植物根系共生体不仅能够提高植物在石油污染土壤中的抗胁迫能力，而且还调节了根系分泌物和特定酶的产生，增强了根际其他微生物的活性，从而促进了土壤石油污染物的去除。AM修复技术集聚了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技术的优点，但目前该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石油污染物质的降解机制及实际应用情况了解甚少，经综述可从以下五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1） 开展AM对土壤中不同毒性石油组分的去除研究。石油污染物成分复杂，目前的研究中常以修复前后总石油烃含量的变化作为测定指标来检验AM的修复效率。可从修复前后石油烃具体成分的变化，特别是不同毒性的污染物质，以揭示AM在修复中的主要去除成分，从而深入了解其去除机制，挖掘其应用潜力。
（2） 探究AMF菌丝形态对石油污染土壤修复的影响。针对石油污染土壤首先确定适应性较强的宿主植物，再来筛选共生依赖性强的AM菌种，并从AMF菌丝形态等结构角度研究AM对污染物的降解，吸收，转移的比例贡献，建立AM形态结构与去除途径的相关关系，为AM技术修复效率的提高提供方向。
（3） 开发AMF与其他根际有益微生物协同修复路径。研究AMF与细菌、其他菌根真菌、或与多种有益微生物共接种，或引入其他物质等，更好的发挥协同作用和群落效应，构建AMF与其他有益菌的合成菌群并研发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微生物菌剂。
（4） 尝试AM应用于大面积石油污染土壤原位修复工程。AM技术对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应还与诸多其他环境因素相关，如土壤养分、水分、温度等条件，现有研究大多在实验室开展，对实际污染场地的修复实践甚少，全球变化下特定或极端环境下的修复效率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如何改善受限的环境条件，是该技术成功应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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